
中国改革成功经验的逻辑

蔡　　昉

一、引　　言

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
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这一新时代 “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
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
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①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

４０周年，总结４０年来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的成功经验，尤其需要在历史逻辑
与理论逻辑的统一中，从不同的方位或视角讲好中国故事。

当人们说起中国经济改革的起始时间，一般都是笼统地说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或

８０年代初。以两个标志性的事件发生的时间点为准，应该说中国经济改革始于１９７８
年。第一，１９７８年１２月１８日至２２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重新确立了解
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党的思想路线，决定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为改革开放奠定了理论基础。第二，几乎在同一时间，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１８家
农户，决定摒弃生产队大呼隆式的劳动方式，实行包产到户。这一形式被称作农村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随后在全国得到推行，并导致人民公社体制的废除。这是对
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最初突破。而小岗村的颠覆性制度创新，也就理所当然地被认
为是中国经济改革的先行实践。

中国的经济改革与对外开放也是同时发生的。１９７９年４月，邓小平首次提出
开办 “出口特区”，同年７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在广东省的深圳、珠海和汕头
以及福建省的厦门建立出口特区 （后来称作经济特区），标志着对外开放的开始。

初期的对外开放还带有实验性和地域性，先后从建立经济特区、开放沿海城市和
沿海省份等入手；及至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国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ＷＴＯ）做出
努力，开始全方位拥抱经济全球化。可见，中国的经济改革是开放条件下的改革，

对外开放也在改革过程中得以推进，国内经济发展与融入全球经济是相互交织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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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
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第１０页。



一起的。①

由此算来，从１９７８年到２０１８年，改革开放恰好历经４０个年头。如果把孔子的
名言 “四十不惑”用在这里，首先是说４０年的成功实践确定无疑地证明了这条中国
特色改革开放道路的正确性；进一步引申，这也是说４０年是一个值得认真总结的时
间点，以使我们对改革开放的认识上升到更高的理论层面，从而更好地指导未来的
改革实践。与二十弱冠和三十而立相比，四十不惑意味着我们已经积累起丰富的史
料、案例和文献，有条件更深刻地对中国经济改革进行反思与前瞻。

很多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改革过程进行了描述和总结，有些限定在特定的专业
领域，② 也有的试图做出全过程的叙述，③ 还有的是就某一类关键问题，如改革时
期生产率提高与否等问题进行研究。④ 总体来说，国外经济学家的研究在国际经济
学界具有广泛性的影响。然而，这些研究一般而言有着一些明显的不足。除了因远
离事件发生地点以及信息不充分造成对事实的误读，从而做出对趋势的误判之外，

主要的缺陷是把西方主流理论套用于中国，以某种既有的圭臬比照中国实践，用新
古典教条解释中国经验。

这样，要么否认中国改革的成功经验，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屡试屡败地做出悲
观判断，⑤ 要么把中国经验视作特殊案例，否定其一般意义，⑥ 或者将其一般意义
引申到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共识 （如华盛顿共识）上面。例如，许多经济学家不愿意
相信社会主义可以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可行性，因此，承认中国改革开放发展的成
功，必然得出这是资本主义在中国的成功的结论。

张五常坚信中国的改革是走向资本主义，以很早就预测到中国会走向这条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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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Ｏｕｔｌｏｏｋ，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ＤＣ：ＩＭＦ，２００６，Ｃｈａｐｔｅｒ　３，ｐ．７６．
例如，在一部关于中国经济转型的著作中，中外４５位作者从经济学分支领域对改革成
效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参见Ｌｏｒｅｎ　Ｂｒａｎｄｔ　ａｎｄ　Ｔｈｏｍａｓ　Ｇ．Ｒａｗｓｋｉ，ｅｄｓ．，Ｃｈｉｎａｓ　Ｇｒｅａ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Ｎｅｗ　Ｙｏｒｋ：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８．
如参见 Ｒｏｎａｌｄ　Ｃｏａｓｅ　ａｎｄ　Ｎｉｎｇ　Ｗａｎｇ，Ｈｏｗ　Ｃｈｉｎａ　Ｂｅｃａｍｅ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ｔ，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２０１２；林毅夫、蔡昉、李周： 《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
革》，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４年；吴敬琏：《当代
中国经济改革》，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２００３年。

Ａｌｗｙｎ　Ｙｏｕｎｇ，Ｇｏｌｄ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Ｂａｓｅ　Ｍｅｔａｌｓ：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Ｇｒｏｗｔｈ　ｉｎ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ｆｏｒｍ　Ｐｅｒｉｏｄ，＂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ｖｏｌ．１１１，

ｎｏ．６，２００３，ｐｐ．１２２０－１２６１．
如Ａｌｗｙｎ　Ｙｏｕｎｇ，Ｇｏｌｄ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Ｂａｓｅ　Ｍｅｔａｌｓ：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Ｇｒｏｗｔｈ　ｉｎ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ｆｏｒｍ　Ｐｅｒｉｏｄ，＂ｐｐ．１２２０－１２６１；Ｐａｕｌ　Ｋｒｕｇｍａｎ，Ｈｉｔｔ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ｓ　Ｗａｌｌ，＂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Ｔｉｍｅｓ，Ｊｕｌｙ　１８，２０１３．
Ｊｅｆｆｒｅｙ　Ｓａｃｈｓ，Ｌｅｓｓｏｎｓ　ｆｏｒ　Ｂｒａｚｉｌ　ｆｒｏｍ　Ｃｈｉｎａｓ　Ｓｕｃｃｅｓｓ，＂ｔｒａｎｓｃｒｉｐｔ，Ｓｏ　Ｐａｕｌｏ，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５，２００３．



并且 “成功”而自诩。① 黄亚生则把中国改革概括为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② 按
照似乎不言自明的逻辑，与之相符的就是改革成功的原因，与之不相符的则被作为对
改革情景做出悲观判断的依据。依据类似的框架，一部讲述中国改革的著作则干脆在
推崇中国经验的同时，将其总结为 “如何走向资本主义” （Ｈｏｗ　Ｃｈｉｎａ　Ｂｅｃａｍｅ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ｔ）。他们认为，中国的这一经济转型是哈耶克 “人类行为的意外后果”理论的
一个极佳案例。③

哈耶克在欧洲传统上的两分法即人类社会现象包括与人类行为无关的自然结果
以及作为人类设计的结果的基础上，提出了处于中间位置的现象，即人类行为的意
外后果。④ 撇开这种三分法的一般性价值不论，以此来解说中国经济改革，把千千
万万当事人 （城乡居民和劳动者、企业家、政府及其工作人员）具有相同目标和相
同激励的制度创新活动视为无物，既是一种历史虚无主义态度，也颇为接近教条主
义的方法论。因此，这种解释显然不符合中国的实际改革取向和过程，由此得出的
经验也容易误导可能的学习者和模仿者。

的确，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起初并没有一个蓝图，甚至直到１９９２年中共十四大
召开之前，也并没有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方向。然而，鉴于改革开放以提
高社会生产力、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为目标，所以，改革在每个阶段所要解决
的问题，以及改革推进顺序和过程等方面，逻辑线索是相当清晰的。因此，我们按
照 “历史逻辑与理论逻辑相统一”的思想方法，⑤ 来回顾总结改革开放历程，更容易
得出既符合历史事实、又具有内在逻辑自洽性的结论。

经济发展是一个有始有终、由表及里、内外结合的完整过程，而非许多在时间上
和空间上相互独立过程的简单拼接。首先，任何一个空间单位 （国家或地区）在任何
一个时间点上的经济水平和结构状况，都是以往发展的结果，也是未来发展的起点。

从何而来、经何而至决定了今天的面貌，对今人来说已经无可选择。但是，现状如何
以及如何认识今天，却可以决定未来；懂得过去又是认识今天的必要条件。选择至关
重要，而正确的选择取决于对历史和现实的正确认识。其次，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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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五常：《中国的经济制度》，北京：中信出版社，２００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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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在 《卡尔·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概括了这种思想方法：“历史从哪里开
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
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
的规律修正的，这时，每一个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型性的发展点上加以考察。”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２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１４页）



发展又是在特定的世界政治经济环境中发生的，不可避免与外部世界产生彼此依存和

互动的关系。因此，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既是其对外部世界认知

的结果，本身也可以成为增进人类知识的公共品。

探寻对于国家兴衰和后进经济体如何赶超先行经济体的答案，是经济学家孜孜以

求、乐此不疲的永恒课题。歌德借 《浮士德》中角色之口说，理论是灰色的，而生命

之树常青。中国的改革开放实践，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也是最为成功的制度变革

和制度创新，最终将以１４亿人口完成由盛至衰再至盛的完整历史演变，而成就人类

社会发展的最伟大奇迹。正因如此，中外各领域学者做出大量的研究，从各个侧面予

以解说和分析。以正确的历史观和方法论，对于既往的认识予以更新和进一步抽象，

也是在改革开放四十不惑之际理论工作者应有的责任。

本文的宗旨是避免盲人摸象式的把中国经验碎片化。宁可牺牲面面俱到的性质，

而立足于把握和提供一个尽可能逻辑完整的阐述和分析框架。在参考借鉴相关成果的

前提下，从实际经验出发，本文以阐释改革之前错失赶超机遇作为背景铺垫，按照理

论与历史相结合的逻辑简述改革过程，进而尝试回答：给定中国经济改革的初始条

件，一旦解除体制束缚，要素积累水平、配置效率，从而潜在增长率得到了怎样的提

升；中国经济到达的发展阶段，如何改变其增长驱动力，通过哪些方面的改革可以取

得新的增长动能，如何推进这样的改革。

中国的改革开放，从很多方面看无疑具有一般意义上的制度变迁性质，同时又具

有鲜明的自身特色。中国作为一个经历过经济发展诸种类型和阶段，依次解决了一系

列经济发展面临问题的样板，成为一个关于改革、开放、发展和分享的经验宝库。因

此，从事中国研究的经济学家，也有责任成为这一成功故事的讲述者，将这些经验升

华为理论，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将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同时对经济学的理论创新和

话语转换作出应有的贡献。

二、计划经济下错失的趋同机会

在一个很低收入水平因而具有巨大赶超潜力的发展阶段上，从某种程度上说，采

取计划手段实现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积累是可行的，① 有时甚至比采用自由市场模

式、却又不能以法制手段有效规范经济活动的体制，具有更高的资源动员效果。并

且，主要以行政性手段调节的经济计划方式，也可以为服务于特定目标如重工业优

先发展战略目标，实现一定程度的有效 （但并非有效率）资源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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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１９８０年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 （ＧＮＩ）或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ＧＤＰ）排在

世界上有统计数字的１００多个国家的倒数第四位，但２５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

限，在有数据的１０７个国家中排在第６２位；出生时预期寿命在有数据的１２７个国家

中排在第５６位。① 虽然低下的人均收入水平代表着较低的资本要素禀赋，但是由于

计划经济时期的中国具有很强的资源动员能力，依然实现了很高的资本积累率。在

１９５３—１９７８年期间，中国的资本积累率平均达到２９．５％，显著高于世界平均水平。②

然而，计划经济却不能完好地解决经济增长必要的体制条件，实现有效率的资

源配置和有效激励。论述国家兴衰的有关增长理论和经济史表明，在典型的人类经

济活动中，资源稀缺并非注定导致发展失败，资源禀赋上的得天独厚也并不能保证

发展成功 （如著名的 “资源诅咒”假说），而经济发展成败得失无一不与资源配置体

制和激励机制的选择，从而资源配置效率和激励有效性密切关联。

跨国经济研究和中国在计划经济时期的经历都证明，在传统经济体制模式下，

排斥市场机制导致资源配置的宏观无效率，缺乏激励机制导致经济活动的微观无效

率，没有奖惩制度伤害了工人、农民和管理者的工作积极性。在政府强力的资源动

员下实现的包括人力资本在内的生产要素增长，很大的部分被全要素生产率的负增长

所抵消，未能转化为良好的经济增长绩效。特别是，资源错配导致产业结构畸形，科

技进步成果未能用于民生相关产业，人民生活水平也不能伴随着经济发展而得到相应

的改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几乎在计划经济体制形成的同

一时期，中国经历了人口再生产模式从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长的阶段到高出生、

低死亡、高增长的转变，也就意味着完成了经济内卷化的过程。③ 按照逻辑，中国

经济应该进入二元经济发展阶段。根据刘易斯的定义以及中国当时的现状，二元经

济发展阶段的最典型特征，是农业中存在严重的过剩劳动力。随后，从２０世纪６０
年代后期开始，生育率开始了下降趋势，人口自然增长率大幅度降低，意味着有利

于经济增长的人口条件，即潜在的人口红利逐渐形成。一方面，伴随着资本积累和

工业化进程，剩余劳动力被转化为一种廉价的生产要素，在开放条件下可以体现为

一国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另一方面，劳动力无限供给这个性质，还构成一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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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有利于增长的因素，可以支撑赶超型高速增长。

然而，由于存在着急于推进工业化并赶超发达国家的强烈愿望，加之对工业化
认识上的误导以及有限的选择空间，如小农经济条件下积累能力和消费能力皆不足，

推行强制积累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进而构建一个依靠集中计划配置资源的体制
模式，成为当时的选择。同时，这也就注定了这个时期中国经济的发展，不可避免
地要背离其潜在的比较优势。可见，改革前实行的计划经济模式的弊端在于，一系
列体制因素导致资源的错误配置，并且与无效的激励机制互相锁定，导致低下的生
产率和增长表现，并形成一种恶性循环。

林毅夫等把传统经济体制概括为一个三位一体的模式，即在推行重工业优先发
展战略的前提下，首先是形成违背比较优势的宏观政策环境，产品和要素价格被扭
曲，以便实现尽可能快的工业化积累；继而构建起高度计划配置资源的体制，市场
机制被弃之不用；进一步构建起与之相应的微观管理体制，具体表现为工业中国有
企业占据绝对统治地位，农业则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劳动者报酬与努力程度和人力
资本脱钩，经营者完全执行下达的计划，投资以拨款的形式，财务上统收统支，企
业没有预算约束，没有竞争压力，导致激励不足和微观效率低下。①

斯彭斯认为，全球经济大约在１９５０年开启了一个大趋同的时代。② 而中国在某
种程度上可以说错过了这个赶超发达经济体的机会。如果简单地从数字表面观察，

计划经济时期中国经济增长率似乎差强人意。根据麦迪森按照１９９０年国际购买力平
价美元构造的数据口径，１９５２—１９７８年期间，中国 ＧＤＰ的年均实际增长率为

４．４％。但是，由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以后，很多后起国家和地区以较快的经济增长速
度实现了对发达经济体的赶超，在同一时期，被定义为 “富裕国家”的总体增长率
也达到４．３％，而不属于该组别的 “其他国家”总体增长率高达４．９％，世界平均增
长率为４．６％。③

同样根据麦迪森的数据，１９５２年中国的人均ＧＤＰ仅为５３８美元，仅相当于被
定义为 “富裕国家”的平均水平的８．７％，为 “富裕国家”之外所有 “其他国家”

平均水平的４６．５％，以及世界平均水平的２３．８％。在１９５２—１９７８年期间，中国人
均ＧＤＰ增长速度低于上述组别，因此，中国１９７８年人均ＧＤＰ （９７８美元）相对于
这三个组别平均水平的百分比反而下降，分别为６．８％、４２．１％和２２．１％。④

无论从人民生活改善的国内视角，还是从国家实力等角度进行的国际比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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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这一时期的发展绩效都不尽如人意。由于人口增长较快，积累与消费比率严重失
调，直到改革开放前夕，人均收入水平增长十分缓慢。这个时期中国经济严重封闭，

１９７８年进出口总额占ＧＤＰ的比重仅为９．７％，其中４７．２％为出口，半数以上为初

级产品。中国直到１９８３年才有关于实际利用外资和外商直接投资的数字，分别仅为

２２．６亿美元和９．２亿美元。

从经济结构和生产率变化的角度，可以更有力地说明，这个时期实行计划经济
模式，导致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经济发展绩效不佳。根据官方统计数据，１９５２年中

国农业劳动力比重为８２．５％。按照二元经济发展的逻辑，丰富的劳动力可以延迟资

本报酬递减现象，保持较高的资本回报率，随着工业化推进，剩余劳动力从农业中

转移出来，可以获得资源重新配置效率。与此同时，在大约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中期，

以少年儿童抚养比下降为主要贡献的人口抚养比即开始下降，理论上形成了有利于
资本积累和人力资本改善的人口红利。但是，这些有利于那个时期经济增长的因素，

因资源误配而没有得到充分利用。

我们可以从朱晓东对中国人均ＧＤＰ增长率的构成因素分解，看改革开放之前经

济增长的特点。① 根据他的估计，在１９５２—１９７８年期间年均２．９７％的人均ＧＤＰ增

长率中，劳动参与率的贡献为３．６３％，资本产出比的贡献为１１６．１５％，平均人力资
本的贡献为５２．２５％，而因为这一时期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为负数，其对人均ＧＤＰ
增长的贡献为－７２．０３％。② 同时，这个时期工农业之间的劳动人口结构没有发生根

本性变化，１９７７年农业劳动力比重仍然高达７４．５％。

三、改革开放的逻辑与过程

根据一般规律，一个国家实现成功的经济发展，在体制上需要解决物质资本

和人力资本的积累和配置问题，因此就要涉及机制问题、信号问题、效率问题和

激励问题。从一个不能解决上述问题的计划经济体制出发，启动最初的改革需要

突破的障碍颇多，要在政治上可行和实践中可操作，至少需要满足三个条件。第
一，改革给劳动者、微观单位和社会带来收益，才能形成发动改革的基本动机。

第二，这一改革不与任何其他社会群体的利益直接抵触，即所谓的帕累托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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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这一改革潜在地发动起一个关键的变革齿轮，由此推动逻辑链条上其他领
域的改革。不过，从事前的角度看，最后这个条件往往是不可知的。

农业中实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废除人民公社的改革，最符合上述改革前
提条件。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开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就在一些地区开始
悄悄试行。这种自发性改革试验并非仅限于前述小岗村或者凤阳县，而是于十一
届三中全会之前，已经大量出现在安徽、四川和内蒙古等省份。在２０世纪８０年
代初的短短几年里，中央政策对之经过了默许现状、允许边远贫困地区试验，及
在全国范围推行等几个阶段的演变，这一农业经营体制的改革迅速完成。到１９８４
年底，全国农村的全部生产队和９８％的农户都采取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经营
形式，随后人民公社体制也被正式废除。

这一改革一举解决了长期存在的农业劳动和经营激励问题，并且在农户获得剩
余索取权的同时，也相应赋予和逐渐扩大了他们对生产要素的配置权和经营活动的
自主权。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行的短短几年里 （１９７８—１９８４），粮食单产提高了

４２．８％，总产量增加了３３．６％，农业增加值实际增长５２．６％。根据计量分析，这一
期间农业产出增长的４６．９％来自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制度变革的贡献。① 同
期，农民人均收入名义增长１６６％，在贫困标准从每人每年１００元提高到２００元的
情况下，农村绝对贫困人口从２．５亿减少为１．２８亿。② 这一变化也大幅度增加了城
市农产品供给，为几年后取消粮票制度创造了条件。

以往的一些分析认为，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中国经济改革中，唯有以家庭联产
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农村改革可圈可点。③ 其实，方式和效果上类似的改革同样发
生在国有企业。１９７８年企业恢复奖金制，实际上是关于工资制度的放权和改革，解
决的是职工劳动激励问题，涉及的是职工与企业的关系。与此同时，也开始了以放
权让利为主要内容的企业改革，重点解决企业及其经营者的激励问题，触及的是企
业与市场的关系以及与国家的关系。概括而言，作为城市经济改革核心的企业改革，

主要沿着三条主线进行。

第一，从赋予并不断扩大国有企业经营自主权开始，逐步构造有活力的经
营主体，最终落脚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即公司制改造。从１９７９年开始，就进行
了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并不断扩大试点范围直至全覆盖，给予企业增加工
资、发放奖金、决定职工雇用和解聘、物资采购、产品销售和定价、自有资金
使用等一系列自主权。作为放权让利改革的深化和制度化探索，先后试行了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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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经理）负责制、企业承包制、租赁制和股份制等形式。及至２０世纪９０年
代末，随着抓大放小的推进，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要求进行公司制改造，成为国

有企业改革的基本目标。

第二，重新界定国有企业与国家的关系。最初的改革以国家向企业让利为特征，

分别采取了利润留成、利改税、拨改贷等改革措施，增强了企业作为市场经济主体

的责任，调整了国家管理国有企业的方式。国务院于１９８８年成立了国有资产管理

局。２００３年３月１６日成立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

监管范围是中央所属企业 （不含金融类企业）的国有资产。地方政府也成立相应机

构，管理地方所属企业的国有资产。目前正在推进的改革，方向是以管资本为主加

强国有资产监管，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组建若干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支持

有条件的国有企业改组为国有资本投资公司。

第三，允许和鼓励非国有经济发展，抓大放小以及引进外商直接投资，为国

有企业提供了竞争压力和经营动力。在进行产权制度和治理结构改革的同时，多

种所有制企业之间的竞争，以及混合所有制的形成，是国有企业成为市场主体、

更加注重提高效率的关键。从统计角度看，多种所有制和混合所有制并存、竞争
发展的格局已经基本形成。截止到２０１５年，在年主营业务收入２０００万元以上的

工业企业中，以国有工业企业性质注册的企业，仅仅创造了全部主营业务收入的

４．１％，其他部分 （即９５．９％）分别为包括私营工业企业、有限责任公司工业企

业、外商投资工业企业、中外合资经营工业企业等在内的２９种注册类型企业所

创造。

在农户和企业的激励机制逐渐形成的情况下，还需要有正确的市场信号，才能

真正确立它们的市场主体地位，以及促进生产要素和资源的合理流动与重新配置。

也就是说，符合逻辑的下一步改革任务，必然是通过发育产品和要素市场，矫正扭

曲的价格信号。从产品的计划定价到市场决定价格，从产品和生产资料的计划分配

到市场自由交易，从生产要素的统一配置到通过要素市场的自由流动，所有这些关

键性的变化都是通过双轨制形式，即计划轨道与市场机制的渐进式过渡，以及前者

与后者的消长实现的。

通过上述符合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逻辑的改革历程，逐步建立起物质资本

和人力资本的积累激励和市场配置机制，并形成了相应的宏观政策环境。中国的经
济改革是多方面和全方位的，但是，诸多其他方面的重要改革，都可以看作是围绕

上述基本逻辑，随着改革进程中新问题不断暴露出来并得到应对，进而在相关的领

域、通过适当的方式加以推动和完成的。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政府职能转变，或政府与企业和市场关系方面的改革。

总体来说，政府逐渐退出对经济活动的直接参与，转而承担通过再分配促进社

会发展的职能。不过，中国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对经济发展的高度关注，在很
·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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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时间里体现在地方政府之间推动地方ＧＤＰ增长从而财政能力增长的竞争。这
种政府作用方式对于把改革形成的激励转化为增长速度，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与此同时，也造成了政府过度介入直接资源配置、妨碍市场机制作用的负面效
果。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简政放权改革向纵深发展，政府职能越来越多
地转向履行促进教育发展、加强社会保护、维护市场秩序、宏观经济调控等公
共品供给的责任。

对外开放与上述经济改革过程，具有以下四个特点：（１）推进逻辑上的一致性；
（２）在时间上是并行不悖的；（３）从效果上看是互为条件和相互促进的；（４）推进
方式是相同的，即采取了循序渐进的方式。通过扩大国际贸易、引进外商直接投资、

企业对外投资、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以及近年来积极实施 “一带一路”建设，对外
开放使中国最大限度地参与到经济全球化中，同时对实现企业成为竞争主体、吸纳
国外技术和管理经验、在经济增长中兑现人口红利、在产业发展中获得比较优势等
一系列改革和发展目标起到了促进作用。

四、在改革开放中兑现人口红利

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打破了一系列按照西方主流经济学范式做出的预期。正
如 “华盛顿共识”的信奉者为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的改革设计出先验性的体制目
标一样，坚信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学者，也以西方经济发展经验武断地设定圭臬，以
此来比照中国改革和发展。这种先验论点使得许多尝试解释中国改革成就的文献，

在主要和关键问题上面没能给出令人信服的答案。

例如，扬和克鲁格曼等遵循其一贯的理论出发点和经验方法，认为中国改革期
间的增长类似于多年前他们所批评的东亚经济，仅仅是依靠资本和劳动的投入而没
有生产率的提高，因而具有粗放性和不可持续性。① 这种判断完全无视中国所处的
二元经济发展阶段特点，与他们对东亚经济的判断一样，其正确性已经为事实所否
定。此外，许多研究者没有看到中国改革方式与改革出发点，即以提高全体居民的
生活水平为导向的特点，以及以就业扩大和劳动力重新配置为核心的发展路径，因
而具有分享型经济发展的特征。②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在计划经济手段下所有的资源动员潜力用尽的背景和条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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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扬 （Ａｌｗｙｎ　Ｙｏｕｎｇ）曾经直言不讳地指出：只需借助一点小小的技巧，即可把中国的
发展经验化神奇为腐朽。出于这种先入之见，他否认中国经济增长中生产率的实质性
提高和贡献。参见Ａｌｗｙｎ　Ｙｏｕｎｇ，Ｇｏｌｄ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Ｂａｓｅ　Ｍｅｔａｌｓ：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Ｇｒｏｗｔｈ　ｉｎ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ｆｏｒｍ　Ｐｅｒｉｏｄ，＂ｐｐ．１２２０－１２６１．
详细讨论参见Ｆａｎｇ　Ｃａｉ，ｅｄ．，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ｃｏｎｏｍｙ，１９７８－２００８，Ｌｅｉｄｅｎ－
Ｂｏｓｔｏｎ：Ｂｒｉｌｌ，２０１０，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启动的。作为一般性的增长条件，中国的二元经济发展潜力和人口红利，以及中国
在计划经济时期积累起的超出同等收入国家的人力资本禀赋，都只是在改革开放时
期才开始得到释放，成为经济增长的源泉。

正是中国经济具备了这种潜力，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兑现人口红利，可以形成
较高的潜在增长率，进而实现较高的实际增长率。如果不是囿于某种经济理论教条，
就不应该无视中国４０年所经历的改革开放促进发展及分享的过程，也没有道理否认
这一实践是完全符合经济学逻辑的。

首先，处在低位并且持续下降的人口抚养比有利于实现高储蓄率，而劳动
力无限供给特征则延缓资本报酬递减现象的发生，从而使资本积累成为经济增
长的主要引擎。世界银行的早期研究发现，在１９７８—１９９５年期间的 ＧＤＰ增长
中，物质资本积累的贡献率为３７％，① 而许多稍晚进行的其他研究则估计这一贡
献率更高。② 在被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经验印证的刘易斯二元经济发展阶段上，
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的存在，被证明的确在一定时期延缓了资本报酬递减现象
的发生。例如，白重恩等的研究表明，在改革开放的很长时间里，中国资本回
报率保持在很高的水平。而在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消失的情况下，资本回报率
则迅速下降。③

其次，有利的人口因素确保了劳动力数量和质量对经济增长作出显著的贡献。
大多数研究关注到劳动力数量丰富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但是，常常忽略劳动力素质
的贡献。有利的人口结构条件保障了新成长劳动力的不断进入，而对于发展中国家
来说，劳动力整体人力资本的改善，主要是靠这个增量途径实现的，中国在这方面
表现尤其突出。④ 世界银行估计，（包括了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的）劳动力投入对增
长的贡献率为１７％。⑤ 蔡昉和赵文估计的劳动力数量贡献率为８％，人力资本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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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Ｃｈｉｎａ　２０２０：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Ｃｅｎｔｕｒｙ，Ｏｘｆｏｒｄ：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８．
参见 Ｆａｎｇ　Ｃａｉ　ａｎｄ　Ｗｅｎ　Ｚｈａｏ，Ｗｈｅｎ　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Ｄｉｖｉｄｅｎｄ　Ｄｉｓａｐｐｅａｒｓ：Ｇｒｏｗｔｈ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ｉｎ　Ｍａｓａｈｉｋｏ　Ａｏｋｉ　ａｎｄ　Ｊｉｎｇｌｉａｎ　Ｗｕ，ｅｄｓ．，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ｃｏｎｏｍｙ：Ａ　Ｎｅｗ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Ｂａｓｉｎｇｓｔｏｋｅ：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２０１２．
参见 Ｃｈｏｎｇ－Ｅｎ　Ｂａｉ，Ｃｈａｎｇ－Ｔａｉ　Ｈｓｉｅｈ　ａｎｄ　Ｙｉｎｇｙｉ　Ｑｉａｎ，Ｔｈｅ　Ｒｅｔｕｒｎ　ｔｏ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ＮＢＥＲ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ｎｏ．１２７５５，２００６；白重恩、张琼：《中国的资本回报率及
其影响因素分析》，《世界经济》２０１４年第１０期。
参见Ｆａｎｇ　Ｃａｉ，Ｚｈｅｎｗｅｉ　Ｇｕｏ　ａｎｄ　Ｍｅｉｙａｎ　Ｗａｎｇ，Ｎｅｗ　Ｕｒｂａｎｉｓａｔｉｏｎ　ａｓ　ａ　Ｄｒｉｖｅｒ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Ｇｒｏｗｔｈ，＂ｉｎ　Ｌｉｇａｎｇ　Ｓｏｎｇ　ｅｔ　ａｌ．，ｅｄｓ．，ＣｈｉｎａｓＮｅｗＳｏｕｒｃｅｓ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Ｇｒｏｗｔｈ，ｖｏｌ．１：

Ｒｅｆｏｒｍ，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ｓ，Ｃａｎｂｅｒｒａ　ａｎｄ　Ｂｅｉｊｉｎｇ：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Ｐｒｅｓｓ（Ｃｈｉｎａ），２０１６．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Ｃｈｉｎａ　２０２０：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Ｃｅｎｔｕｒｙ．



率则为４％。① 沃利等估计的人力资本贡献率为１１．７％，而如果考虑到教育水平提
高具有改善生产率的效果，这一贡献率可提高到３８％。②

再次，按照生产率提高的原则，无论是新成长劳动力还是长期积淀的城乡富余
劳动力，在产业、行业和地区之间的流动，创造出资源重新配置效率，成为全要素
生产率从而劳动生产率的主要组成部分。例如，世界银行把全要素生产率进一步分
解为资源重新配置效率和残差，前者即劳动力从生产率较低的部门 （劳动力剩余的
农业和冗员的国有企业）转向生产率更高的部门 （非农产业和新创企业）所带来的
生产率提高，估计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１６％。③ 蔡昉和王德文估计的劳动力从
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带来的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２１％。④

更新的研究表明，在１９７８—２０１５年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中，５５．１％来自于产业贡献，

４４．９％来自于产业结构调整效应。⑤

可见，中国４０年的高速增长绩效，是改革开放激发出特定发展阶段上要素禀赋
优势的结果，也就是说，通过改善微观激励机制、矫正价格信号、发育产品市场、

拆除生产要素流动的体制障碍、转变政府经济职能，以及对外开放引进技术、资金
和竞争、开拓国际市场，把人口红利转化为这一发展阶段的较高潜在增长率，并实
际转化为高速经济增长。从要素供给能力和资源配置效率潜力着眼，蔡昉和陆旸的
估计显示，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在１９７９—１９９５年期间为年平均９．７％，在１９９７—

２０１０年期间为年平均１０．４％。⑥

最后，与全球化过程中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就业趋势形成鲜明对比，⑦ 中国在改
革开放促进高速经济增长的同时，实现了城乡就业的整体扩大、劳动力配置结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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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Ｆａｎｇ　Ｃａｉ　ａｎｄ　Ｗｅｎ　Ｚｈａｏ，Ｗｈｅｎ　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Ｄｉｖｉｄｅｎｄ　Ｄｉｓａｐｐｅａｒｓ： Ｇｒｏｗｔｈ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Ｊｏｈｎ　Ｗｈａｌｌｅｙ　ａｎｄ　Ｘｉｌｉａｎｇ　Ｚｈａｏ，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ｔｏ　Ｃｈｉｎａ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ＮＢＥＲ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ｎｏ．１６５９２，２０１０．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Ｃｈｉｎａ　２０２０：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Ｃｅｎｔｕｒｙ．
蔡昉、王德文：《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与劳动贡献》，《经济研究》１９９９年第１０期。
蔡昉：《中国经济改革效应分析———劳动力重新配置的视角》，《经济研究》２０１７年
第７期。

Ｆａｎｇ　Ｃａｉ　ａｎｄ　Ｙａｎｇ　Ｌｕ，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Ｄｉｖｉｄｅｎｄ：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ＧＤＰ　Ｇｒｏｗｔｈ，＂ｉｎ　Ｒｏｓｓ　Ｇａｒｎａｕｔ，Ｆａｎｇ　Ｃａｉ　ａｎｄ　Ｌｉｇａｎｇ　Ｓｏｎｇ，ｅｄｓ．，Ｃｈｉｎａ：Ａ　Ｎｅｗ
Ｍｏｄｅｌ　ｆｏｒ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Ｃａｎｂｅｒｒａ：ＡＮＵ　Ｅ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３，ｐｐ．５５－７４．
斯彭斯等发现，在１９９０—２００８年期间，美国处于价值链低端的制造业大量转移到海
外，与此对应的就业岗位也随之丧失，在此期间的新增就业几乎全部来自以服务业为
主的非贸易部门，从而得出 “产业外移毁灭了美国经济”的结论。参见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Ｓｐ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Ｓａｎｄｉｌｅ　Ｈｌａｔｓｈｗａｙｏ，Ｔｈｅ　Ｅｖｏｌｖｉｎｇ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ａｎｄ　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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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化，以及贸易部门和非贸易部门就业的平衡增长。在持续大规模就业扩大和劳
动力重新配置推动了产业结构变革，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的同时，劳动者收入得以
大幅度提高，实现了城乡居民对改革开放发展成果的参与和分享。根据估算，在城
乡就业总规模从１９７８年的４．０２亿增加到２０１５年的７．７５亿的同时期，农业劳动力
比重从６９．６％下降到１８．３％。①

虽然经历过收入差距的扩大，总体而言，中国城乡居民在不同时期，分别通
过三种途径或效应，分享了改革开放和发展的成果，赢得了中国人民对改革开放
的支持，也创造出庞大的消费内需。第一是就业数量扩大效应。发展劳动密集型
产业创造了更多岗位，虽然收入差距有所扩大，但各收入组的收入都显著提高。

第二是工资率和就业质量提高效应。刘易斯转折点到来后，② 普通劳动者工资从
而低收入家庭收入加快提高。２００９年以来，居民收入基尼系数和城乡收入差距都
呈现持续缩小的趋势。第三是再分配政策力度增强效应。表现为中央和地方政府
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努力效果。这种改革开放逻辑和过程，形成了发展的
良性循环。

五、发展新阶段与未竟的改革任务

回顾改革开放和发展历程，把成功的经验甚至不尽成功的教训抽象为具有

中国特色的发展和转型理论，不仅是理论创新的需要，对于判断当前发展阶段，

认识改革面临新任务的性质也十分必要。多数经济学家承认，中国经济在过去

４０年的历程中，主要进行着两个重要的转变———在体制模式上，从计划经济向
市场经济转变；在增长类型或发展阶段上，从二元经济发展向新古典增长转变。

在现实中，与这两个过程贯穿在一起的，同时还发生着一个快速的人口转变，

即从高生育率阶段到低生育率阶段的转变，并持续稳定在后一阶段，带来诸多
新的变化。

改革开放带来的高速经济增长，可以被看作是一个改革不断为生产要素积累和
有效配置创造恰当体制环境，从而兑现人口红利的过程。迄今为止，激励机制、企
业治理结构、价格形成机制、资源配置模式、对外开放体制和宏观政策环境的改革，

都是顺应一定经济发展阶段的特殊制度需求而提出并得到推动的。审视当前和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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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刘易斯式二元经济发展以无限供给从而工资不变的劳动力源源不断从农业向非农
产业转移为特征，因此，一旦劳动力短缺和工资上涨现象稳定出现，我们将这个时间
点称作刘易斯转折点。关于中国到达这一转折点时间的讨论，请参见 Ｆａｎｇ　Ｃａｉ，

Ｄｅｍｙｓｔｉｆｙ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ｓ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未来，改革的重点、难点、推进方式甚至取向，也应该随着发展阶段的变化而调整。

一方面，随着中国进入从中等偏上收入向高收入国家迈进的阶段，经济增长方式需
要转向生产率驱动；另一方面，越是临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臻于成熟、定型的
阶段，改革的难度将会越大。

随着中国经济跨过以劳动力短缺和工资上涨为特征的刘易斯转折点，人口红利
加速消失，以往的经济增长因素式微，潜在增长率下降，超常规增长速度不再能够
维系。我们已经观察到的一系列导致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下降的因素包括：（１）劳
动力短缺导致工资上涨速度过快，超过了劳动生产率增速的支撑能力；（２）资本劳
动比过快提高，导致投资回报率的大幅度下降；（３）新成长劳动力的减少，使人力
资本改善速度减慢；（４）农村劳动力转移速度放缓，致使资源重新配置效应减弱，

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下滑。中国经济进入到以增长速度下行、产业结构调整和发展
方式转变加速为特征的新常态。

蔡昉和陆旸估计显示，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从２０１０年前的约１０％下降到
“十二五”期间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的７．６％、 “十三五”期间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的

６．２％。① 此后，潜在增长率将继续下降，直至在中国完全实现现代化后，才会回
归到均值。② 迄今为止，实际增长减速的轨迹、节奏和趋势已经印证了这个预
测。这对于产业结构调整提出紧迫要求，而应对挑战需要建立在深化经济改革
的基础上。

按照增长理论预期和各国发展经验，从赶超型的二元经济发展向处在技术前
沿上的新古典增长转变的过程中，增长速度放慢几乎是不可避免的。③ 然而，潜
在增长率以何种幅度降低从而实际经济增长以何种速度放慢，在国家之间却大相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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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也会导致截然不同的长期后果。① 就中国而言，只有通过深经济体制改革，推
动发展方式转变，挖掘传统增长动能的潜力，培育新的增长动能，保持合理的潜
在增长率，实现中高速实际增长，才能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实现国家现代化
目标。

一般来说，面对一个长期处于激励不足从而低效率的经济体制，改革从打破
这一恶性循环中微观激励不足的环节入手，容易在帕累托改进的路径中推进改革，

进而改变资源配置方式，矫正资源误配格局。过去４０年的改革基本上是沿着这一
路径进行的，由此改变了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实现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高速
增长。然而，随着改革向纵深推进，不使任何群体受损的帕累托改进机会越来
越少。

从中国的现实来看，进一步改革面临着若干难点。首先，在改革不可避免对利
益格局进行深度调整的情况下，会遭遇到既得利益群体的抵制和干扰。其次，在形
成优胜劣汰的创造性破坏竞争环境过程中，部分劳动者和经营者会陷入实际困境。

第三，改革的成本承担主体与改革收益的获得主体并非完全对应，从而产生激励不
相容的问题。面对这些难点，应该利用改革红利，使改革尽可能具有卡尔多改进的
性质，② 包括对建立新体制需要的财政支出责任进行重新划分，以及对受损当事人
的必要补偿，特别是对劳动者进行社会政策托底。这既需要坚定推进改革的政治决
心，也需要发挥妥善处理矛盾的政治智慧。

很多研究表明，改革与不改革会形成截然不同的中国经济增长前景。例如，切
列穆吉姆等人的研究，把１９７８—２０１２年期间和１９６６—１９７５年期间的经济增长表现，

分别作为改革或不改革的参照情形，对２０５０年中国经济增长做出模拟，表明两者之
间的巨大差别。③ 而且，总体来说，改革与增长不是一种非此即彼或此消彼长的替
代关系 （ｔｒａｄｅ－ｏｆｆ），改革具有促进经济增长的明显效果。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和逻
辑表明，改革红利终究会体现在促进经济增长和改善人民生活水平上面。例如，蔡
昉和陆旸探讨了户籍制度、国有企业、生育政策、教育和培训体制等领域改革可能
带来的诸如提高劳动参与率、全要素生产率、降低企业成本、提高生育率、改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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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资本等效果，发现这些效果预期显著提高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① 改革的顶层
设计，一个题中应有之义就是做出相应的制度安排，在当事人之间合理分担现实的
改革成本，以及分享预期的改革红利。正如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我国经济已由
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
长动力的攻关期，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
标。必须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
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着力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
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着力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
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不断增强我国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② 沿着
报告指引的方向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就一定能够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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